第十七章　中國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來，經過大躍進及幾次文化革命摧殘，經濟破產，民不聊生。幸好在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執行改革，於一九七九年提出改革口號，並於一九八０年正式開始改革，提出至公元二千年時，經濟將翻兩翻的口號。在二十年後，中國經濟已達成翻兩翻的目標，截至一九九九年止，毛外匯存底（未減去外債）也由微不足道的金額增至一千四百多億美元。其實，中國的外債也高達美金一仟多億。我自一九八０年十月到一九九九年八月間，我到中國達十四次之多，本章就以我到中國講學與旅遊的經驗及從學術專業的觀點，先對中國經濟改革做些歷史性的回顧，然後再對中國改革的展望提出看法與建議。

　　一九八二年十月底，我第一次到中國講學，在武漢三鎮旅遊及觀光時，我發現飯店、商店服務奇差，人民特別懶惰，百業待舉。第一個結論是中國人民已經被共產主義騙了，如經濟制度不改，中國的前途恐無希望。可是，十一年後（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再回到武漢參加國際會議，擔任主題演講者之一，講「為什麼武漢必須設中國第三個股票市場」（見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六日，長江日報第二版）時，我與內人就發現，武漢的經濟發展已經大為改觀，人民拼命賺錢。中國已是「無資本主義之名，而有資本主義之實」的經濟社會。

　　我到中國作十四次講學、旅遊的詳情已在第十章有相當詳細的記述，我現在就報告這十多次講學、旅遊當中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提出些綜合性的看法。我於一九八三年暑假再度到中國講學，講學的主要地點為中、美在大連合辦的培訓中心。當時中國的物資還相當缺乏，譬如說，當時政府以特別優待的方式讓我們到那邊講學的專家，每人買一輛品質比較好的白鴿牌自行車，兩個月後，我們可用較高的價格賣出。可見當時連好的自行車都很缺乏。當時人民沒有電視，冰箱更不用談了。當時，友誼商店林立，專作外國人生意以賺取外匯。外國人在中國買賣東西，外幣要先換成外匯券才能買東西，這種交易方式說穿了也只是在賺取一些外匯而已。講學結束後，我與內人及兒子、女兒到浙江省富陽縣拜訪姑丈夏祖繩，我們發現，當時中國農村之經濟比戰後的台灣還不如，這乃由於共產黨農村公社政策的失敗。也許是這個緣故，鄧小平等人乃率先針對農村進行經濟改革，以責任制的方法增加生產的積極性。
　　後來我又代表美國商業部、世界銀行及聯合國等單位，多次到中國講學，參與經濟改革的研討會或學術活動。所到之處包括北京、上海、南京、廣州、蘭州、西安、杭州、蘇州、無錫、揚州、瀋陽、武漢、天津、煙台、桂林、成都、拉薩等地。能有機會參觀這些地方的名勝古蹟及參與中國經濟改革活動，實有「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效果。從這些經驗中，我發現中國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二十年間的經濟改革可分為下述幾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為摸著石頭過河時期，在此期間改革派與保守派對政策看法有很大的歧見。在此期間，由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與作法漸漸走向市場經濟，到一九八五年，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已達到十三．五％。相對地，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也高達八．八％。

第二個時期（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在此期間，物價慢慢放開，鄉村企業對中國經濟成長起了更為宏大的作用，但因一九八八年物價大漲，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達十八．五％。在此期間，官商勾結及貪污腐敗時有所聞，因而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經濟成長從一九八八年的十一．三％遽降為一九九０年的三．八％，但零售物價指數上漲率也從一九八八年的十八．五０大幅降至一九九０年的二．一％。後因經濟改革的再出發，加上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的南巡，使一九九二年的經濟成長又回復到十四．二％，到此時期，經濟改革已完全定調，無法再走回頭路。

第三個時期（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九年）：在此期間，前三年的經濟成長皆維持在十％以上，但零售物價指數也在十三％以上，為了減少通貨膨脹帶來的壓力，朱鎔基採取宏觀調控，使物價軟著陸，到一九九六年，零售物價指數也回降到六．一％，一九九七年七月所發生之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經濟成長所受之影響比其他國家為小。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年的經濟成長分別為八．八％及七．八％，一九九九年成長率預計在七％左右，但此時國內已發生需求不足的現象。在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年的零售物價指數已降為零．八％及負二．六％，另因經濟成長及一九九四年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三十四％，使中國外匯存底在一九九九年中已高達一千四百多億美元，總額僅次於日本。不過要注意的是中國的總外債也高達一千多億美元左右，所以外匯淨額不到五百億美元。然而，一九九九年時，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已由一九七九年初之美金二百元左右增加至一千元左右，鄧小平之經濟翻兩翻之預測已提早達成。

　　在此二十年的經濟改革期間，中共經濟改革獲致成功，我想提出幾點感想及看法：

第一、鄧小平提出政策的改變乃是動力，不過改革派人士的冒險精神亦是成功的主要因素，尤其老一輩的人（改革初期年齡在五十歲左右的人），他們經歷資本主義的時代，又慘遭文化革命的洗禮，大部分人都痛下決心，放手一搏。

第二、外來的幫助，尤其是來自商人、以及到中國培訓中國經理人員及官員之學者的助力。當時我就抱著幫助中國人的心情去參加中國經濟改革。香港、台灣及新加坡等地商人到大陸投資也對中國經濟改革出了很大的力量，使中國經濟得以快速成長。與此有關，台灣當局所採「戒急用忍」及暫時兩岸不三通的政策，使台灣勞力密集工業有到大陸找尋第二春的機會，而國內產業升級也可達成。相反地，香港將全部生產線搬到大陸，使產業空洞化，這樣一來，一國兩制的現況能否維持五十年，頗令人懷疑。台灣將來政治領導人應以此為鑑，三思而後行。

第三、中國之經濟改革漸由指令性的經濟計劃走向指導性的經濟政策。換言之，中國已用凱因斯式的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發展，實所謂凱因斯打敗馬克斯。

第四、因香港及台灣的存在，剌激中國在一九七九年推動改革。改革後，香港及台灣的投資又對大陸起了很大的正面作用。不過到目前為止，香港的紅色資本家已把資本大量投到大陸百貨商場、房地產及其他產業。我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初到北京國務院發展中心講學，趁機到王府井參觀李嘉誠在王府井的大商場，使我有感而發地對我的中國朋友說：「這是繁榮的象徵或官商勾結腐敗的象徵，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目前，台灣的大商人慫恿一些總統候選人，高舉「用急戒忍」的經濟政策，主張三通及反對「戒急用忍」，可能也想到北京王府井與李嘉誠一爭長短，使台灣步上香港產業空洞化的後塵，讓台灣早日變成「一國兩制」的實驗場，真使我痛心。這些人到底是純然無知或別有用心，希望窗智的台灣選民，二０００年三月十八日總統大選時，不要投票給這種總統候選人，以免悔之晚矣。更要注意的是這種候選人慣用甜言蜜語，以刻意模糊的政策騙取選票，與當年毛澤東以共產革命騙取人民跟他們打江山，在革命成功後，卻視人民為草芥，使大陸人民餓死幾千萬人之情形無異。後來鄧小平的改革及江、朱的經濟發展政策又要靠他們所罵的資本主義來拯救中國經濟。依個人淺見，這些以模糊政策混淆視聽的總統候選人可能居心不良，我認為他們將來的經濟政策不可能優於現在執政黨採行的政策。

第五、在二十年的改革後，中國已碰到財務上及結構上的困難，朱鎔基為了處理這些問題，乃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方式來加速改革，影響如何容後再分析。此外金融體系的結構健全性也面臨極大的挑戰，依據一九九九年四月份穆迪（Moody）根據銀行體系前景進行評級，中國之銀行體系健全性為(E+)，只比泰國、俄國等六國好一些。

第六、因為改革進展相當成功，使中國有些做法已超出理性的經濟行為。如三峽的興建，總投資要一千多億人民幣，財政上的負擔使人擔心，生態上的破壞使人寒心。此外，試圖與美國間接地或直接地從事軍備競賽。譬如，花費大量資金於發展太空梭等，很可能會像前蘇聯一樣，經濟被拖垮。尤其在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上存有極大差異之前提下，發展西部經濟可能遠比從事軍備競賽重要。即使僅就中國的經濟形態論，兩國制的勢態也已逐漸形成。依我個人淺見，西部比較像改革前的社會主義經濟，東部像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使社會埋下不定時炸彈。如果處置不當，不久西部可能又出現第二個毛澤東，再來一次農民革命。到中國建國六十年國慶時，中國可能已分成東西兩個經濟體各自為政。希望此種現象不會發生。否則，中國人將再遭逢一場大劫難。

　　一九九六年，我到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講演「亞太地區經濟及金融發展的回顧與展望」（見一九九六年八月廿九日聯合早報第廿四版及一九九六年八月廿九日商業時報（The Business Times）第二版）。當時我即預測中國將來的經濟成長率將介於五％及十％之間。持這種審慎樂觀看法的緣由概如前述。

　　在講中國二十一世紀經濟展望前，我們先將一九九三年到一九九八年期間，一些中國經濟重要指標列於表一及表二，以供讀者參考：

※請接十七章表一表二

　

　從表一、表二，我們可看出一些端倪；

１整體而言，中國經濟的表現還不錯。

２自一九九八年以降，中國出口由強轉弱，加上零售成長之轉弱，使經濟成長向下調整，發生失業問題。

３自一九九七年起，物價已有通貨緊縮的現象，即遭逢所謂內需不足之問題。

４自一九九三年起，政府皆用赤字財政來刺激經濟成長，一九九八年後，赤字增加之趨勢尤為明顯。

５城市及農村每戶所得之差距，皆在一倍以上，使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此一問題必須立即加以改善，否則將衍

　生社會問題。

　　我認為，朱鎔基一九九七年就任總理及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經濟從鳥籠式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式的市場經濟。一方面渡過改革的難關，一方面又面臨新的問題。在此期間，勤勞的中國人已為國家賺進可觀的外匯；反之，勞力密集的製造業，如紡織業，則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何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厥為下一時期經濟改革重點。在此期間，產業升級也是不容輕忽的課題。產業如能順利升級，金融體系將面臨變革，國企亦須改造。具體言之，所謂股份企業化，乃是為了舒解國企改革須大幅裁員的壓力。另外，允許以債作股，亦是前所未有的大膽措施。因為這些措施，使得人民對國家的照顧已呈現「心有餘，力不足」的窘境。法輪功之掘起乃反映此種社會不均及不安的現象。以往二十年改革之成功並不意謂往後二十年之改革將像前二十年改革那般容易。我對往後二十年之改革仍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

　　自一九九八年以降，中國為了刺激經濟成長，採取一系列擴大財政支出政策，使經濟成長得以勉強維持。不少西方經濟學者對中國近年來採用凱因斯理論，以擴大政府赤字增加總需求的做法，提出質疑。譬如，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認為，中國大陸之根本問題並非總需求不足，而是由於多年來，過度盲目投資造成的結構性生產力過剩。此一情況製造業尤為嚴重。

　　近年來，中國向世界銀行借了很多資金投資各項公共建設及生產項目。尤其，在一九九八年以來，以借內債及外債來維持經濟成長。此作法並沒有有效達成擴張內需的作用，在某些地方反而使問題更形惡化。其主要原因乃在於盲目投入一些未經審慎評估且缺經濟效益的項目。通常，投資需要研究經濟利益是否存在及對金融體系健全的影響。有關此方面須考量之重點，我已在前面第十五章詳加闡述。

　　根據摩根史坦利銀行的分析，一九九三年的高度成長（見表一）乃靠大量借債來支持大量低效率投資所促成。平均每增長二元的國內生產總值，國內債務就增加三元。中國經濟發展到此階段，資金愈來愈不容易取得，而且資金成本也愈來愈高。

　　「新美國基金會」的中國專家馬斯特爾認為中國的經濟規模太大，不能只靠一種措施來刺激經濟成長。他說：「未來中國的經濟成長很難維持在百分之七以上，或許在百分之五左右，甚或百分之五以下，毋寧是較務實的看法」。這與我一九九六年八月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演講時，對中國經濟成長的看法頗為相似。此一預測對台灣某些主張採行「用急戒忍」的新大陸經濟政策的人士應有所啟示及警惕的作用。
　　一九九七年九月，世界銀行出版一本「二０二０年中國」的書，現在就將此書主內容摘要敘述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當前的中國正經歷兩個轉變︱即從指令性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以及從農村（農業社會）走向城市（工業社會）的轉變。迄今為止，這兩個轉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的國家。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平均收入（即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增長了四倍多。中國只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取得了其他國家用了幾個世紀才能取得的成就。就一個人口超過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總和的國家而言，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矚目的發展。

　　然而快速增長和結構變化，在解決許多問題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改革不完全時而引起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就業得不到保證；越來越大的環境壓力；社會不公平性增加；難以削減的貧困。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它們將會削弱經濟持續成長的動力，從而使中國經濟的前景轉趨黯淡。

　　該報告認為中國有能力應付這些挑戰並保持快速增長。面臨的困難固然不可低估，但中國的力量也同樣不可低估│引人注目的高儲蓄率、務實改革的業績相當穩定、訓練有素的勞動力、海外華人的支持以及不斷提昇的管理能力。這些力量在本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中推動了中國的增長，並將在下世紀的前二十年發揮同樣的作用。但我個人認為，此一報告可能過於樂觀。

　　如要培養並有效地利用這些力量，中國的改革必須從三個相關方面開展：第一，鼓勵開拓市場力量，特別是通過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糧食和勞動力市場改革，以及自然資源價格改革；第二，將政府的職能轉向建立快速發展經濟所需的法律、社會、物質及體制基礎，為市場服務；第三，通過進一步降低進口貿易壁壘，增加貿易體制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以及逐步與國際金融市場融合深化與國際經濟一體化。

　　總之，此報告的摘要可分成三大部份：（１）二十一世紀發展的挑戰；（２）二十一世紀的政策；及（３）與世界經濟一體化。

在二十一世紀發展挑戰方面，為求持續的成長，該報告認為應致力推動下列事項：

　a為市場經濟打下更好的基礎。

　b建立兼具競爭性且富關懷性的社會。

　c確保糧食供應無虞。

　d保護環境。

  e與世界經濟融為一體。

在二十一世紀的政策方面，政府需提出全面性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分為下述三方面：

　a市場的擴大與深化：這需要國有企業、金融體制及勞力市場三方面同時進行改革方有可能。

　b貿易自由化與走入國際金融市場：此項要件須透過世界貿易組織的加入才能達成。

　c建立法制基礎，增加交易秩序：這方面要靠發展強有力的競爭力及技術政策，以獎勵創新、承擔風險和良好的

　　管理。

與世界經濟一體化方面則需：

　a引導政府走向效率化：這乃可由將政府功能轉變為提供關鍵性的服務，及建立有效的架構而成。

　b重新分配政府開支：此乃可由制定預算的優先次序達成。

　c制度建設：這方面乃可以藉助健全的法律規章和制度取代政府對經濟決策的直接控制來達成。

　　該報告認為，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中國保持了快速增長的現代化過程，這是中國漫漫歷史長河中從未取得過的成就，未來的二十年可望取得同樣的成就。中國面臨的巨大風險可能使希望蒙上陰影。但是有國內堅定的領導和世界工業強國具有大國風範的政策，中國將能夠克服這些困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將有機會擺脫貧窮和落後的羈絆，實現最為世人矚目的經濟轉型。但我個人對此結論比較沒那麼樂觀。

　　要達到上述摘要所描述的目標，其難度較諸前二十年的改革，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法律規章制度的建立已相當困難，在摘要中沒直接提到的政治改革，更需前所未有的魄力。最近整肅法輪功的例子，更突顯出中國短期內政治改革的不易。沒有適當的改革，要達到世界銀行的報告所預計之目標，將遙不可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可能比中國當政者江澤民及朱鎔基所預測者還來得大。希望朱鎔基不要成為秦朝的商鞅，重蹈歷史的覆轍，方是中國人之福。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擔負的風險又可分為政治風險及外匯風險加以論述。政治風險乃在失業率的增加及政治改革呼聲的提高。此兩方面的問題，不一定是非人治的中國社會所能順利解決的問題。中國領導人要瞭解人生是「飽暖思安逸」。台灣經濟發展對政治所造成的衝擊足茲借鏡。我到新加坡三次，常聽到中國想採用新加坡的方式來解決政治及經濟問題。我質疑一個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國套用新加坡如城市般的小國家之政治經濟模式的可行性。此外，中國將來的經濟發展，須注意資金取得不易，資金必須藉助遵循經濟利益之優先順序花在刀口上，不要政治性地把錢用在如長江三峽的投資案，或無實質效益的太空梭投資等案。我希望中國政府要審慎地運用資金，以增進人民生活福祉，而非意氣用事地與美國從事軍備競賽。否則，往後二十年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將無法與前二十年相提並論，甚至再度出現以往改革挫敗的慘況。

　　最後，談一談往後二十年台灣對大陸的經濟政策。有關三通問題，如果兩岸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岸經貿的接觸勢必會一步步地增加，何必急呼「用急戒忍」的財經政策。採行「用急戒忍」政策，不但風險過大，而且所獲利益為何不得而知。何不等個三、五年，看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兩岸的發展情況，再決定目前對大陸穩健的財經政策是否需要主動地加以修正，或被動地被迫調整，所謂「走一步，等一步」，在前景極端不確定的情況下，不失為最妥適的作法。有人說這次參選的總統候選人，有不少位是「吃飯桶中心，不知天高地厚」，我越來越覺得此種評論十分中肯。台灣如果「門不當戶不對」地太早與大陸結合在一起，這樣非但對台灣不好，對中國往後二十年之改革也不見得有利。所謂「人在做，天在看」，希望媽祖在天有靈，不要讓這類候選人當選。　







